
找回公众的参与权

———一个超大城市公众立法参与的全域协同民主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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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法中吸纳民意民智、促进公众参与是良法善治的核心要义。在公众参与权利普遍虚置、立法效能与
民主价值脱节的现实背景下，立法过程中如何实现广泛有效的公众参与是中国立法方面亟待回应的一个制度难

题。研究表明，通过共识性理念协同、制度性主体协同、增量性机制能力协同以及平台性载体协同的合力驱

动，全域协同民主将顺利运转起来，并对公众立法参与的广度、范围和深度产生正向影响。中国超大城市场域

中生长出的全域协同民主，既找回了公众参与权，又走出了一条超越西方模式、以协同制度供给激活公众立法

参与需求的组织驱动型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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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良法的产生，离不开立法过程中公众的广泛参与和民意民智的有效融入。这一公众

参与权的实现和立法民主目标的达成通常取决于立法机构与公众的互动互构程度。在卡罗琳·埃文斯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Ｅｖａｎｓ）和西蒙·埃文斯 （Ｓｉｍｏｎ Ｅｖａｎｓ）看来，“现代国家中立法机构既是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和政
府提供机制的代议机构，也是促使政府对其行为负责的重要论坛，更是具备审议互动功能的立法机构。在这

些功能的履行过程中，公众权利的实现程度都会受到深刻影响”①。对于中国来说，将公众广泛地纳入立法过

程、确保其有效的参与是立法民主改革的重要目标。这一目标所蕴涵的民主价值，与法理学上 “未经人民参

与而制定的法律是无效的”的基本原则阐释、《立法法》关于 “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的规

范定位、以扎根民意的立法民主方式化解超大城市 “急难愁盼”问题的功能定位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时代要求是高度契合的。

然而，在现实的立法实践中，民主功能的 “虚置化”问题依旧突出。公众参与不仅面临着 “部门立法”

对博弈主体多元性的排斥，特别是在法案审议过程中难以充分反映民意，使立法过程难以有效承担分配正义

的职责②，还存在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高、参与成效不明显等现实挑战。③ 这一 “虚置化”进而与立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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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２０２２年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 ３１个省级人大常委会立法透明度的评估显示，在立
法工作信息公开、科学立法信息公开、民主立法信息公开以及立法优化信息公开四个维度上，全国人大常委

会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分别以 ９２ ３７、８４ ８５分位居第一和第二，广东、四川、贵州、江苏、江西、宁夏、上
海、青海分列第三至第十位，３０多个被评估对象的平均得分为 ６６ １７分。尽管各地有立法权的人大常委会相
继设立了基层立法联系点，拓展了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立法参与的频次和比例，但

评估结果也显示，当前公众参与依旧面临着积极性不足、立法专业性较强、法规草案宣传力度有限和意见征

求时间不足等问题，制约了立法透明度的进一步提升 （见表 １）。①

表 １　 ２０２２年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立法透明度评估

公开指标 立法工作信息 科学立法信息 民主立法信息 立法优化信息

评估排名
全国人大常委会 （９２ ３７）、北京市人大 （８４ ８５）
广东、四川、贵州、江苏、江西、宁夏、上海、青海

突显问题
＊各地公众参与立法热情
不高

＊专业性强
＊地方对于法规草案宣传
力度不足

＊地方性法规公开存在
延迟

＊部分法规征求意见时间
不足

　 资料来源：李林、田禾：《中国地方法治发展报告 Ｎｏ ８ （２０２２）》。

一些超大城市在破解立法参与困局、确保公众权利实现方面已展开了积极的先行改革探索。这为我们观

察现有制度结构中公众如何广泛有效地参与立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窗口。一方面，超大城市具有独特复杂的民

意特征。它主要表现为民意构成的高度复杂性与流动多变性、民意表达的低依附性与公共领域的弱关联性，

以及民意影响的高裂变性和国际联动性。② 这些多元异质的民意需求与有限的民意表达渠道供给之间的张力，

时常会成为推动改革的 “倒逼力量”。另一方面，超大城市具有人口规模庞大、人口密度高、风险因素集中，

以及承载的经济社会功能复杂多元等特征，难以完全寄希望于上位法的统一规定和传统的 “红头文件”治理

模式加以解决，有必要通过推进立法的体系性、前瞻性、灵活性建设以积极回应新时代出现的新矛盾、新挑

战和新理念，对社会问题进行预防，以此来推进超大城市的发展和有效治理。③ 其中，公众立法参与是提高立

法质量和推进良治的关键支撑；此外，超大城市在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改革具有显著的区域辐射力与示范带动

效应。这种改革实践在政府与公众关系、公共事务治理、公共舆论引导三个方面呈现出超前意义的独特性，

使得超大城市的治理实践超越了地方性的意义，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前沿。④

在上海市 １６个区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总量均位居前列的闵行区，以区人大为主平台、七宝镇人大
（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为主渠道，启动了以 “全域协同激发公众广泛参与”为特色的立法民主改

革，并取得了初步成效。⑤ 本文以这一实践创新为考察对象，阐释其所代表的超大城市全域协同立法参与新模

式的生成机理，并结合代表性法规和条例，分析该模式下公众尤其是基层公众广泛有效的立法参与何以可能。

２０１６—２０２４年，笔者以专家顾问身份，深度参与了上海市立法意见征询、七宝镇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立法
联系工作、闵行区人大法制委员会牵头的 １４个街镇 （含工业区）的参与立法联系创新实践。⑥ 在此过程中基

于实践者知情同意前提下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包括与立法参与相关的党委政府文件、政策决定文本、法规

条例的意见建议及采纳情况、人大内部工作提示、基层立法联系动态信息、代表议案和会议记录等。此外，

笔者还与区镇人大领导、专家、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征询的公众、群众智囊团成员进行了多次座谈。这些资

料共同构成了本文的主要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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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文献述评

社会转型引发了权力结构的深刻变迁，伴随信息时代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催生了多元公众立法参与实

践，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争论也随之展开。从中国立法权力结构和核心决策主体的历史演进来看，学术争

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立法权力在政治系统内外的分配格局。具体而言①，一方面，在立法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中

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的人大，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新时代 《立法法》所要求的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职责，另一方

面，面对高度专业化的立法分工，普通公众究竟应被排除在立法决策圈之外，还是应当参与到以人大立法程序为

依托的立法决策过程中，成为一个亟待回应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些学术争论，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

一是价值导向的研究范式，强调公众参与所承载的多元价值。在政治层面，公众参与不仅关乎民主制度

的基本品格，也是民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② 它有助于优化决策和治理效能，同时能够将无序抗争纳入制度化

和有序化的轨道，从而化解潜在的社会风险③；沿着这一逻辑路径，亦有学者指出，在立法权力结构中，公众

参与既有助于限制部门立法的弊端，又能够稀释立法官僚的集权倾向④；通过制度化机制促使弱势群体以

“决策当事人”的身份参与立法活动，从而改变在立法程序中行政权 “一家独大”的结构性格局。此外，社

会弱势群体的广泛参与，有助于抑制其因缺乏话语权而引发的非理性抵抗行为。⑤ 聚焦治理层面，超大城市有

限的公共资源供给能力与日益增长的公众权益诉求相矛盾，为公众提供合理的参与和表达渠道，有助于推动

超大城市决策的科学化与治理的精细化。⑥ 一些海外学者指出，政治参与是实现政治系统民主化与高效运行的

基本要素，是社会群体和个人达成目标的重要手段⑦；它可以促使相关部门直面公众的不信任，增强立法机构

与公众利益的相关性，保障公众讨论的空间，并确保所有的呼声能够被听见。⑧

二是制度导向的研究范式，侧重于公众参与在立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与参与渠道的机制创新。公众亟需

健全、制度化的参与路径，这一共识已在学界逐步达成。西方国家构建了公众与社会组织听证、立法协商、

公众立法提案、公众议会请愿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化参与机制。⑨ 就中国立法场域而言，自 １９７８年以来，尽
管立法过程呈现 “多阶段、多场域”的特征，但推动其朝着制度化、法律化与民主化方向演进，始终是中国

立法改革的核心目标。瑏瑠 公众多大程度上成为推动法律改革的新动力，关键取决于多元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设与

完善。瑏瑡 有学者以广东为例，系统考察了公众意见征集、公众直接参与法案起草与修改、立法论证及立法评估

等制度体系的创新实践。瑏瑢 ２０１４年之后，通过 “地方试点—全国推广”的模式，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得以建

立并不断完善，成为近年来公众参与立法的重要制度焦点。瑏瑣 作为超大城市的深圳，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设立

基层立法联系点，为普通公众参与立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平台。瑏瑤 在部分研究者看来，基层立法联系点是激发

公众参与立法积极性的重要制度举措。瑏瑥 该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中的关键载体，通过多元制度嵌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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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公众的参与权

基层民主平台整合，具有延伸参与链条、扩大参与主体与提升参与平等性的功能。①

三是质效导向的研究范式，着重探讨影响公众参与质效的多元因素。首先，制度设计与参与绩效密切相

关。《全球议会报告》（ＧＰＲ）对议会公众参与的跨国比较指出，建立公众参与反馈循环机制是激励参与与提

升民主质效的重要策略。② 在立法领域，议会在法律草案二读与委员会审议阶段，通过官方网站设置公众审读

平台 （ＰＲＳ Ｆｏｒｕｍ），将公众意见以草案评议的形式嵌入正式立法过程，有助于提升公众意见的制度化表达能

力。③ 针对中国立法后评估中公众处于被动型或功能性 “虚置”状态的参与现象，有研究提出应从制度机制

与参与效果两个维度建构更具实效性的参与路径。④ 其次，行动者及其支持性结构直接影响参与的有效性。无

论在立法决策还是行政—立法关系中，政党的作用被普遍认为是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之一。⑤ 具体到中国国

家立法实践，研究发现普通公众在面临普遍利益受损时，能够通过制度内渠道采取维权行动。其之所以具有

实效性，在于个体维权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的法律动员支持结构。⑥ 此外，增加制度供给、发挥人民团体在立法

参与中的积极作用，也被视为推动公众有效参与的一条现实路径。⑦ 在浙江省杭州市，公众、治理者和媒体协

同回应民意有助于在地方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搭建桥梁。⑧ 再次，部分学者从权力结构视角切入公众参

与质效的研究。公众参与 “阶梯模型”根据公众是否具备足够的信息与权力影响决策，将其区分为无参与、

象征性参与与实质性参与三类⑨；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实现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前提在于构建共享性权力结

构瑏瑠；在立法实践中，有学者以 Ｓ市实践为例，从组织行为学视角出发，指出基层立法联系点不仅是对公众的

制度性赋权，同时也是通过 “工作丰富化”策略强化基层人大履职能力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瑏瑡

既有研究普遍肯定公众参与立法所承载的多元价值及其制度意义，强调基层立法联系点是新形势下公众

参与立法的重要制度创新，并由此展开了关于制度设计、行动策略、权力因素等单一变量对参与质效影响的

相关研究。相比之下，国外学界对中国立法过程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党政与立法机构之间非均衡的权力分配，

较少直接探讨公众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但强调了 “政治信任下滑倒逼议会将公众引入立法过程”的西方立

法民主改革动因，以及激励导向的公众参与反馈循环评估模式。这些研究为理解超大城市背景下的公众立法

参与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在回应 “立法如何实现民主化，以及如何提升公众参与的质效”这一

核心问题时，往往过于强调碎片化制度、单一行动体或个别要素的静态作用，而忽视了公众参与所依托的复

合制度结构及其动态互动过程。少数有关 “协同回应民意”和 “集成式创新”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

不以立法参与为核心旨趣。如果分析仅停留在价值维度或制度导向，且过度强调单一变量的影响，便难以对

公众在立法过程中的广泛而有效参与进行深入的经验性解释与机制性阐释。

三、找回公众的参与权：一个全域协同民主框架的新解释

“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如何可能”是超大城市立法民主进程中一个重要且紧迫的问题。为回应这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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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文立足于既有研究范式，结合中国立法体制的现实特征，并引入立法民主、协同民主与协同治理等理

论资源，尝试构建一个以 “组织激发—公众参与”为导向的全域协同民主分析框架。本文旨在阐释在公众参

与普遍虚置、权利保障不足的制度情境下，如何通过结构性组织制度的创新，激发公众在立法过程中的广泛

而有效参与，揭示其内在机理与逻辑路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公众立法参与，区别于公众对行政

立法的参与，主要是指公众对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意见表达和诉求建言，并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立法结果的过程。①

（一）立法民主理论视域下的协同民主

作为立法民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参与理应以实现参与权为核心目标，以参与式民主倡导的平等、

理性、协商与对话为基本原则。公众个体或组织通过多元渠道进行表达意见与诉求，在协商互动中参与立法

过程、影响立法决策。毕竟，只有那些真正 “穿鞋”的普通人，才能切实判断鞋子是否合脚、哪里不适；若

无法了解具体的不适之处，即便是最睿智的立法者，也难以制定出良法善治。② 公众参与权并不应被狭义地理

解为仅具有意见表达的权利。从应然功能定位来看，它至少应包括决策信息的知情权、参与资格的享有权、

意见表达权，以及处理结果的反馈权，构成一套完整的参与权利链条。③

中国的立法参与体制呈现出复杂而多层的结构。一般而言，直辖市或设区市下辖的区、县人大通常不具

备立法权。随着立法过程日益呈现专业化、精细化与复杂化趋势，横向层面中亟需整合的多元行动者，以及

纵向层级中职能分立的人大机构，共同塑造了公众参与的制度结构，并进一步加剧了参与实践中的困境。这

一制度复杂性决定了公众参与不仅需要依托多层级、多部门的制度平台支撑，还必须依赖跨层级、跨部门的

多元主体协同推进。

在这一意义上，“协同民主”（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可被视为现代立法机构在快速变化的公众诉求背
景下推动公众参与、回应民主治理挑战的重要制度创新。该模式将参与式协商民主的要素嵌入传统民主结构

之中，强调开放式决策流程的制度设计，侧重通过如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促成利益组织与公众在立法过

程中的协同合作，进而在提升审议质量、集体智慧与制度合法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协同民主模式至少包括

以下三个核心组成部分：第一，其制度核心在于协同式决策流程的设计，强调各方主体在互动中的平等与共

识生成；第二，开放性特征体现为信息公开、过程透明、官员问责以及数字平台赋能等开放政府机制在决策

过程中的深度嵌入；第三，其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实质性协同参与，增强审议的深度与合法性，作为对传统民

主的补充与完善，而非替代。④

（二）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组织激发—公众响应”导向的全域协同民主

在中国立法民主的制度情境中，公众参与呈现出跨层级、跨部门、跨议题的多元特征，这一复杂性需要

以全域资源整合与协同民主机制的有效供给加以回应。在此基础上，全域协同民主可被视为协同民主理念与

纵向多层级治理结构的有机融合，旨在通过协同机制能力的构建，有效激发公众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实践，

作为对传统民主的一种制度拓展与功能延伸。综合超大城市公众立法参与的制度实践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所

强调的 “一般系统环境”（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ｔｅｘｔ）、“协同治理机制”（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ｇｉｍｅ）、“协同
动力及行动”（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等要素⑤，激发公众立法参与的全域协同民主框架至少应包

括以下四个核心支撑要素 （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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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公众的参与权

图 １　 超大城市公众立法参与的全域协同民主分析框架

１ 共识性理念协同。

理念影响制度场域中核心行动者对公众参与立法问题的理解，决定其如何界定共同行动的目标并明确其

中的价值取向。理念不仅是建立共同承诺的纽带，也是促成协同行动获得广泛支持的前提条件。在当代超大

城市的立法体制中，多层级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有赖于党政机构与各级人大之间，以及同一层级人大

内部对立法民主的基本共识。多元行动者通过理念协同实现共识凝聚，从而共同重塑民主治理的方向与系统

性的政治支持环境。

２ 制度性主体协同。

超大城市的立法过程涉及多场域、多舞台的多元行动者，包括具有立法权的上级人大机构、区级党政人

大、街镇层级的党政与人大组织，以及普通公众与具有多样诉求的边缘群体等。仅依赖区域内数量有限的基

层立法联系点，难以实现实质性的全域参与动员，为此，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更有效地吸纳多元主体，拓展公

众参与立法的广度与深度，推动立法民主机制的包容性与协同性发展。毕竟，参与者与公共机构在权力与能

力等资源配置上往往存在不对等关系，为防止协同过程因资源失衡而被强势主体主导，或使参与流于形式，

协同实践应致力于构建积极的赋权机制，增强弱势或处于不利地位参与者的代表性与影响力。①

３ 增量性机制能力协同。

在纵横交错的层级体系中，供给多元协同机制不仅有助于降低公众与其他立法参与主体之间的协调成本，

也为协同运作提供了关键的制度与资源支撑；然而，立法事务本身高度专业化、精英化的特征，与民主理念

所倡导的生活化、公意化参与诉求之间存在显著张力，正因如此，提升公众与组织机构等多元主体之间的

“联合行动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ｊｏｉ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显得尤为关键，它有望整合协同治理所需的核心要素，释放制度运

作的有效性潜力。②

４ 平台性载体协同。

民主的发展依赖于物理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以及多元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在新时代，公众参与立法与表

达民意的渠道呈现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线上线下交织的多元格局。然而，由于条块分割、各自为政，

民意信息在不同系统之间的流通仍面临显著壁垒。例如，政府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法治观察点，以

及党政与人大系统各自建设的线上线下公众联系平台，往往缺乏统筹协同。在数智时代，推动多平台在民意

采集与反馈机制中的融合协作，已成为推进立法民主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要素。

总之，超大城市公众立法参与的全域协同民主框架，旨在以重构公众参与权为核心，以连接多元立法主

体的人大系统与制度化参与平台为主要通道，并以共识性理念、制度性主体、增量性机制能力与平台性载体

四大核心协同要素为支柱，激发区域内具有不同目标诉求的公众、团体、部门与组织，协同参与上级人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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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ｈｒｉｓ Ａｎｓｅｌｌ牞 Ａｌｉｓｏｎ Ｇａｓｈ牞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牞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牞 ２００７牞
ｐｐ １－３０
“联合行动能力”是协同理论框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详见 Ｅｍｅｒｓｏｎ牞 Ｋ牞 Ｎａｂａｔｃｈｉ牞 Ｔ ＆Ｂａｌｏｇｈ牞 Ｓ牞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牞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牞 Ｖｏｌ ２２牞 Ｎｏ １牞 ２０２２牞 ｐｐ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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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常委会的立法过程，围绕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法律法规草案及其他立法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公众立法

参与的主体广度、议题覆盖范围与实际影响力，是衡量立法民主成效的关键维度。

四、超大城市公众立法参与新模式的生成：上海市闵行区的经验

超大城市人口结构与利益诉求的多元与复杂性，深刻形塑了立法参与的制度特征。相较于传统的公众参

与机制，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多层级立法体系中具有基层性、立法性和上下联通等属性，被视为 “民意直通

车”的重要制度创新。这不仅为立法机关采集民意提供了新路径，也为破解公众参与上级立法的难题开辟了

新图景。然而，作为一种以代表性 “点”而非全面 “面”覆盖为特征的制度设计，其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

战，包括参与主体不够广泛、运行机制稳定性不足、功能拓展受限以及制度效能存疑等问题①，以及公众参与

积极性受困、参与主动性受挫、立法意见专业性受阻等困境。② 为更好回应新时代超大城市公众立法参与的现

实诉求，上海市闵行区以区人大常委会设立的参与立法联系点和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为主要渠道，深入拓展

民主空间资源，强化结构性协同理念与机制能力建设，探索构建了一种以 “组织激发—公众回应”为导向、

由点向面推进的全域协同立法参与模式。

（一）以点为依托的民意采集与代表性公众参与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人大是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设立的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为契合新时代人
大工作的总体要求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对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新部署，该联系点相继制定了 《七宝镇基层立法

联系点工作规则》《七宝镇人大代表联系站 （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站）工作制度》等制度文件，持续优

化基层立法联系的制度供给。在多措并举推进公众参与与立法民主体系建设的实践中，七宝镇基层立法联系

点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一是民意采集组织架构的优化。２０１７年，七宝镇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建立了一个专家顾问团，一支基础
保障队伍和一批基层采集点的 “１＋１＋１”模式。一个专家顾问团是指聘请了 ６名专家为顾问团队，旨在提升
联系点法律意见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一支基础保障队伍指以镇人大办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领导小组的下

设机构，以镇司法所、财政所、审计办等职能部门作为配合单位，以一批有法律、财政预算监督专业的人大

代表骨干作为支撑，以上三者形成的一支职责明晰、高效运作的工作队伍。一批基层采集点即 ３６个居村采集
点、１个学校采集点、１个园区采集点、１个企业采集点，每个采集点有一名负责人、一名专职联络员，及时
将公众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下情上传。

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七宝镇在原有基础上拓展深化为 “５＋７＋Ｘ”组织架构，“５＋７＋Ｘ”是指 ５支队伍
（基础保障、专家顾问、群众智囊团、人大代表、采集点联络员队伍）、７个信息采集站 （代表之家、党群服

务中心、皇都邻里中心、天豪邻里中心、航南邻里中心、生态商务区党群服务站、九星家园党群服务站）、一

批基层采集点 （多领域）。该组织架构为人大代表参与立法联系和在民意采集中发挥主体作用提供了制度空

间，并为多元基层民主空间的联动提供了可能。

二是基层民意信息采集点的深度拓展。一方面，七宝镇使立法走进园区、校区、景区、厂区等各领域，

例如新增了世纪出版集团、七宝实验中学、“春英”老舅妈工作站几个采集点；另一方面，拓展居村采集

点。根据代表分布进行居村采集点的拓展，使基层采集点总数从 ３９ 个增加至 ５８ 个，进一步拓展了民主参
与网络。

三是基层立法联系中民意代表和专家代表的立法参与。七宝镇新增群众智囊团队伍至 ４９２人，从中甄选
出 ７８名核心成员组建新的 “云上议事会客厅”，大幅度提升智囊团参与立法的便捷度和活跃度。另外，借力

镇党委 “益智荟”专家顾问团为立法征询和地方发展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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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天泓：《深化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理论预设、现实问题与应对路径》，《决策与信息》２０２３年第 ３期。
张祝圆：《公众参与立法路径的发展与困境———以基层立法联系点为视角》，《人大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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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点到面拓展的全域协同型公众参与

图 ２　 上海市闵行区公众参与立法联系的全域协同民主框架及机制流程

　 资料来源：闵行区人大法制委：《闵行区全域化协同推进基层立法联系工作》，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１ 跨层级权力结构下共识性理念的协同达成。

立法权是一种民主为根本价值取向、反映民意和体现公意的国家权力。在跨层级的复合立法权力结构体

系中，由于多元主体间的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各级党委、政府、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等科层组织内的决策

主体所秉承的立法民主理念，关乎公众参与权以何种方式得到保障以及公众参与立法联系如何实质性落地。

跨层级的共识性理念协同勾勒出了政党驱动下的 “自上而下—交叠互动”的图景。

在中国的治理结构中，执政党是结构的构建者与结构运行的主导者，结构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职能

变化都深受执政党的规定和影响。①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立法民主治理和基层立法联系的

制度创新提供了理念指引，它一方面以党的文件精神和法律形式在中央层面得到了明确。党的二十大报告把

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内容进行部署。２０２３年新修
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条指出，“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

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并把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和基层立法联系点以立法的形

式固定了下来。另一方面，在纵向层面的理念传导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贯彻中央和市委精神，出台了

《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重要制度载体作用　 助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的意见》，聚力实施通过基
层立法联系点的扩点提质、提升立法民主质量在内的 “十大行动”。

在此结构化背景下，上级秉承的立法民主理念向基层的输入与协同参与共识的达成进一步呈现出政党引领

和文件治理的特性。２０２１年中共闵行区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了 “高质量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要求，

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闵行区委向各镇党委、各街道工业区党工委、区委各部、委、办、局，区人民政府各委、办、局党
组 （党委），区级机关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区各直属单位及有关部门党组织印发了 《关于充分发挥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重要制度载体作用　 积极打造具有闵行特色城乡并举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的工作方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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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雪冬、闫健：《“治理”替代 “代表”？———对中国人大制度功能不均衡的一种解释》，《学术月刊》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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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立法联系工作”被列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点项目之一，强调 “着力保障公众对立法过程的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丰富民主立法渠道途径，有效扩大立法联系覆盖面”。以此为引领，横向层面区

党委、政府职能部门与人大在立法民主参与制度的上下联动、整体协同方面初步达成了理念协同。

在纵向维度上，改革理念通过党委文件的方式传导到最接近基层公众的镇、街道科层组织。鉴于这些基

层组织中的党政精英与区级党政人大系统有着立体化的多元身份交叠，通常会在上级要求和法定职能范围内

根据新的理念调整改革议题关注点，来回应党的改革期待。当权力结构中的多元行动者接受了新理念的输入

或一段时期内就广为传播的共同理念达成共识，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下就会产生出原制度框架下不可能产生的

某些新改革举措。

２ 制度化场域中参与主体的协同整合。

在理念达成基础上，相对分散的多元主体聚合力的提升和参与权的保障需要协同性制度渠道的支撑。相

较其他立法参与主体，处于中间层级的人大因横向权力结构中联结党政系统、根据上级人大常委会要求协同

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以及密切联系公众的法定职责所在，具有推进纵横主体协同的比较制度优势。处于

上海这一超大城市立法民主治理结构中间层级的闵行区人大，在推动公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立法过程

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化探索，发挥了规则供给、多元整合和特色创设的功能。

一是全域协同导向的规则供给。无立法权的闵行区人大在 ２０２０年通过的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

系点工作规则》基础上，开创了全市首例以决定的形式对协同推进基层立法联系工作的制度性安排。２０２３年
该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全面开展基层立法联系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明确了以区

人大为主平台、七宝镇人大 （市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为主渠道，以 “为各类主体参与立法过程提供服务保

障，为上级人大开展立法工作提供有效支持”为基本定位进行协同推进的改革理念，标志着闵行区基层立法

联系制度步入了全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在该区人大法制委的一位负责人看来，他们此项改革的创新动力主

要来自各级党委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文件精神、党政人大民主理念的协同和对超大城市公众对立法参与需

求的研判：

有党中央和上海市委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相关文件精神、闵行区委把推进立法联系工作列为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重点项目以及党政人大对于公众立法参与的理念协同，我们现在这项改革创新做起来就比较有底气

和没有太多后顾之忧。更为重要的是，超大城市公众的立法需求会越来越多，我们应把工作做到前面，让参与

立法成为人人都可以享有的一项公共服务。①

二是组织激发的参与主体的协同整合。一方面，《决定》明确规定了多元主体的参与职责和协同整合，

比如立法联系工作在市人大常委会指导下，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由区人大常委会统筹组织，街镇 （工业区）

人大 （工委）全面参与，形成城乡并举、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区人民政府、区监察

委员会、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各自职能，积极支持和参与立法联系工作；区人大法制委负责

牵头推进本区立法联系工作，各街镇 （工业区）人大 （工委）负责本区域的立法联系工作等；另一方面，在实

际运作中，处于中间层级的区人大之所以能横向整合和纵向依托各基层人大推动区域内的立法联系工作创新，在

于科层组织中有利的政党支持环境和基层精英多元身份交叠带来的激励相容。正如一位基层人大主席所言：

我们作为基层人大，聚合到区人大等主渠道周围、参与到立法联系过程中来的动力主要至少来自两个方

面：一是政党体系中上级党委的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它为基层党政人大工作提供了 “风向标”；二是身份交

叠激励，比如街道党工委书记兼任同级人大主席，街镇党政人大一把手通常是区人大代表。②

三是以广泛性和包容性嵌入的特色创设。超大城市立法具有明显的领域广泛、议题多元和利益多维的特

性。为贯彻 《决定》第七条的规定，“立法联系工作坚持平等参与原则，保障各类群体平等享有参与立法的

权利”，闵行区在推进全域协同参与立法联系制度中引入了 “人群光谱”的概念，比如分为国际友人、外来

人口、农村人口、社区人口、老年人、青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妇女儿童、企业职工、科创群体、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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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海市闵行区人大法制委领导访谈，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２８日。
上海市闵行区 Ｚ镇人大主席访谈，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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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灵活就业人群等，旨在拓展立法民主参与主体的广度及与多领域立法差异化的匹配度。与此同时，区

人大结合各街镇参与立法联系点的特色，确定其重点参与群体、特色参与渠道，打造 “一镇 （街道、工业

区）一品”特色亮点，以街镇的 “特”来对接全区参与立法人群结构和利益代表的 “全”（见表 ２）。例如，
莘庄工业区借力企业服务平台和工会组织，以企业员工为主体，畅通企业参与立法途径；古美街道人大工委

依托社会组织和手语、法律服务志愿者，开展 “心语行动”，助力聋哑人群体参与立法无障碍；华漕镇人大

以国际化社区为重点，开展 “双语征询”。

表 ２　 上海市闵行区参与立法联系点的参与主体和特色示例

街镇 （部门） 特色

七宝镇 　 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闵行区立法联系工作标杆，与代表工作全面融合
浦江镇 　 体现涉农特色，重点做好面向农村地区、农民群众的立法征询工作
颛桥镇 　 体现立法联系与基层社区治理融合特色，积极创新探索社区治理 “七彩”工作法与参与立法联系工作有机结合

江川路街道 　 体现科创和智能制造特色，征询对象覆盖 “大零号湾”科创集聚区、闵开发园区等重点区域

新虹街道 　 体现虹桥商务区和中央法务区特色，与区内企业楼宇服务平台、相关法律机构合作，为立法联系工作提供支撑

莘庄工业区
　 体现涉企特色，整合辖区内各类企业服务平台和网格，嵌入式开展立法联系工作，重点做好面向企业、职工的立
法征询

吴泾镇 　 以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为重点，提升青年学生和专业人士的立法参与度
马桥镇 　 以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为重点，发挥妇联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
莘庄镇 　 以康城超大型社区为重点，探索特大型社区以党建引领参与立法的新路径

梅陇镇
　 以中庚、百联商圈为重点，在商业中心积极营造参与立法氛围，创新商圈场景与参与立法融合的路径，从法治源
头保障优化营商环境

虹桥镇
　 以港澳台同胞为重点，结合港澳台企业发展，发挥商会组织、律所等在立法联系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体现民主立
法大融合

华漕镇 　 以涉外社区为重点，探索国际社区中的参与立法路径，彰显中国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

古美路街道
　 以残疾人群体为重点，探索为视障、聋哑等群体参与立法提供必要服务 （如手语服务），推动各类群体平等参与

立法

浦锦街道
　 以阵地建设为重点，推动新型应用场景 （医院、公园等）与参与立法有机融合，拓展参与立法 “流量入口”，扩

大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

政法单位 　 在参与立法联系工作中，发挥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法律共同体专业优势

区融媒体中心
　 通过 “今日闵行”微信、微博、客户端、视频号、抖音等系列政务新媒体以及 “学习强国”闵行融媒体号等新

媒体渠道，扩大立法征询覆盖范围，提升区基层立法联系工作知晓度和便捷化水平

区工商联 　 在制定涉及特定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提供专业的见解，使立法建议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区消保委 　 吸引和带动广大的消费者群体参与立法

　 资料来源：闵行区人大法制委：《基层立法联系工作提示》（２０２５）１号。

３ 增量性机制能力的协同构建。

参与机制和参与能力是影响公众参与的重要指标。① 闵行区在多元实践基础上，逐步构建了旨在增强多

元主体联合行动意愿和参与能力的 “民意采集—双向转化—整理反馈—动态公开”全过程闭环机制。

民意采集是全域协同立法民主的首要环节和重要根基。在以点见长的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基础上，闵行

区通过在全区域范围内设立 “参与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站，拓展多元渠道，逐步扩大了民意采集和公众

参与的覆盖范围。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１月，已设立包括政法单位在内的 １７个区人大常委会 “参与立法联系点”，实

现了街镇 （工业区）全覆盖。各街镇 （工业区）结合自身特点，明确参与立法联系点工作专班人员和顾问团

队，并将立法联系终端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在机关、企事业单位、村居、园区、楼宇等，设立了将近 ４００个
立法信息采集站。②

鉴于法律专业技术知识薄弱带来的公众参与羁绊，区人大法制委在深化与法学研究机构合作的基础上，

创设了立法征询中的 “双向转化”机制。这一机制着重根据基层需求，为其开展立法征询提供法规草案的通

俗性说明、法规解读，以及立法建议的整理转化等服务。为进一步增强转化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双向转

化过程中又融入了立法参与成效导向的双次转化：“第一次转化”主要提升一法一说明、一法一问卷、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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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蔡定剑：《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第 １３０页。
上海市闵行区人大法制委：《闵行区基层立法联系工作动态信息》，２０２４年 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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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纲与基层实践的适配性；“第二次转化”要在有限时间内提升转化效率和质量。通过原汁原味的群言群

语与法言法语的双向转化，帮助普通公众更好地理解法律和参与立法。

立法专业队伍的建设与强化是增强各参与联系点能力协同的重要举措。区人大常委会积极引入高校立法

专业 “外脑”，各参与立法联系点陆续组建了符合辖区运作模式的专业队伍，２０２３年全区共聘请顾问 ９２人，
其中律师 ３２人、高校教师 ２１人、企业高管 １０人、干部 １４人、司法所长 ６人、法官 ４人、检察官 ２人、调解
员 ２人、其他 １人。各参与立法联系点均设了专班人员，配备 ３名以上的专家顾问团队帮助各联系点开展工
作 （见图 ３）；推动区内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立法征询，区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政法单位作为区人
大常委会挂牌的 “参与立法联系点”。

图 ３　 上海市闵行区各街、镇、工业区参与立法联系点专家顾问情况

　 资料来源：闵行区人大法制委：《闵行区基层立法联系工作情况通报》，２０２３年 ８月。

在整理反馈与动态公开阶段，立法征询中各参与立法联系点参与情况按照 “法规名称、区域或单位名称、

原法条、意见内容、意见人”整理后，通常经由区人大和市基层立法联系点七宝镇人大汇集上报到市人大。

正式法规条例出台后，区人大会会同市基层立法联系点，进行公众参与采纳信息的识别、整理及汇总。公众

建议被采纳的，会向提意见人反馈，通过发放采纳证明等方式给予一定形式的认可，并依托 “三公开”机制

（征询公开、渠道公开、反馈公开）中的反馈公开，在区人大网站开设 “立法建议展示平台”，展示立法建议

及采纳情况，以此提升公众参与效能感。

４ 平台性载体的协同发力。

民主运转取决于物理公共空间载体的可用性。① 全域协同民主更是如此，它的良好运作有赖于多元平台

性载体的协同发力。闵行人大一方面注重加强法治观察点的参与协同，根据观察点发现的法治类问题，确定

参与立法征询重点项目，提早启动专项调研，使基层执法困扰在立法源头得到有效回应。２０２３年全区有 １５个
基层法治观察点参与了立法联系工作，将法治问题的梳理、立法需求的发现与参与立法征询、开展普法宣传

进一步融合，形成闭环；参与立法联系点、基层法治观察点、人民建议征集点 “三点融合”已进入探索推进

阶段；另一方面，它在前期建成的全覆盖式的人大代表联系群众 “家站点”———代表之家 （１４个）、代表联
络站 （７９个）、代表联系点 （１８０个）———平台载体布局中，叠加了公众参与立法联系在内的多项人大功能。

为顺应信息社会与智能时代的发展态势，区人大常委会、各街镇 （工业区）在与党建服务中心、社区事

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平台、文体中心、科创中心等多元民意载体协同整合的过程中，构建了多元化、数字

化、立体化为特征的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立法参与平台渠道，创新了立法征询数字化应用场景。据统计，各

参与立法联系点开展网络和数字化立法征询的活动占全部活动的 ４５ ８６％、座谈会占 ３６ ４％、调查问卷占
１ １８％、其他占 １６ ５６％ （主要是散发宣传折页、小卡片等宣传品）。② 譬如，马桥镇依托司法所的微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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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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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闵行区人大法制委：《２０２３年度闵行区基层立法联系工作情况通报》，２０２４年 １月。



找回公众的参与权

把微博的粉丝发展为公众参与的基础，仅 《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一次征询就有 １ ７万次的阅读量。以
上举措旨在以平台渠道的便利化提升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并力求在多元意见建议采集中萃取民意的 “最大公

约数”。一位公众在谈起立法参与渠道感受时指出：

我对公共事务与治理相关的立法比较关注，但以往提意见都要费尽周折去找哪里能够反映，参与成本比较

高，再加上工作忙，就不了了之。现在我所在区域的参与立法联系点有越来越多的常态化线上征询渠道和立法

信息公开，这与我的参与习惯很匹配，就近就便随时都可以参与感兴趣的立法。①

五、基于全域协同民主的公众立法参与效度分析

立法参与的核心在于参与实效，正如卡罗尔·佩特所言，“真正的法治政府稳定运行，不是少数精英积极

地投入和多数公众的政治冷漠，而是富有实效的公众参与”②。在全域协同民主结构释放出的立法参与制度空

间和参与动能激发下，上海市闵行区的公众立法参与从以点见长的低阶层次逐步向从点到面、具有明显立法

影响的高阶阶段位移。

（一）立法参与主体的广度

帕里 （Ｇ Ｐａｒｒｙ）提出评价参与效度的核心变量包括参与方式 （如投票、听证、游说）、参与程度 （参与

人数、广度与频率）及参与质量 （实际影响力）。③ 闵行区自推动全域协同立法参与改革以来，立法参与主体

的广度、参与频度和参与质量比仅仅依托市基层立法联系点七宝镇人大时有了显著提升。据统计，２０１６—
２０２１年间分别上报公众立法建议 ５５条、３１条、５５条、５０条、１９６条和 ３３６条，全年参与人数在 ３００到 １ ２万
人次之间；２０２２年全域协同民主逐步开启后，闵行公众共参与了 ２２部法律法规的意见征集，其中各参与立法
联系点参与的法规有 １２部，全年上报建议 １０８７条，被采纳 ９６条，参与人数超 ３ ８万人次；２０２３年全区各立
法联系点共参与 １５部涉及多元议题的法律法规立法征询，参与立法人数 １２ ４万人次，收集立法建议 ２４６３条，
经整理提交立法建议 １９８２条 （占全市 ２２ ７％），共被采纳建议 ２６８条 （占全市 ２４％），建议数和采纳数均排在
全市首位 （见表 ３）。

表 ３　 上海市闵行区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公众参与上级立法与采纳情况概览 （按法规统计）

序号 参与时间 参与法规名称 建议数量 全市排名 采纳数量 全市排名

１ ２０２２ １１ 《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 （草案）》 １４２ １ ３３ １
２ ２０２２ １２ 《上海市就业促进条例》 ６８ １ ４ ３
３ ２０２２ １２ 《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８０ １ １３ ２
４ ２０２３ ３ 《上海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修正案》 ７８ １ ２０ １
５ ２０２３ ４ 《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７０ ３ ５ ３
６ ２０２３ ４ 《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融资租赁发展若干规定》 ２１ ４ ０ ／
７ ２０２３ ６ 《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８１ １ １ ６
８ ２０２３ 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 ２６ ／ ／ ／
９ ２０２３ ８ 《上海市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 ５９８ １ １５６ １
１０ ２０２３ ８ 《上海市种子条例》 ９９ １ ７ １
１１ ２０２３ ９ 《上海市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３７６ １ １７ １
１２ ２０２３ ９ 《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 １５１ １ ２４ １
１３ ２０２３ ９ 《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 ４４ ２ ６ ３
１４ ２０２３ １１ 《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１５８ １ ／ ／
１５ ２０２３ １１ 《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 ９２ ４ ６ ５
１６ ２０２３ １１ 《上海市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促进条例》 ５５ ５ ９ ４

　 注：打 “”号的为 “双向转化”项目，资料来自参与式观察、访谈和闵行区人大法制委 ２０２４年 １月的 《闵行区基层立法联系工作

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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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上海市闵行区 Ｍ镇公众访谈，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５日。
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７ 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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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与的范围

具体的法规条例为更深入地审视公众的参与范围和参与影响力提供了可能。莱斯通·班德拉 （Ｌｅｓｔｏｎ
Ｂａｎｄｅｉｒａ）在对英国把公众带入议会立法过程的试点法案——— 《儿童与家庭法案》———的分析中指出，以新

媒体网络为主渠道和通过议会网站专门设计的公众参与论坛吸引了超过 １０００条的公众评论，但基于公众评论
的内容分析、对议员的访谈以及最后定稿的法条比照发现，公众意见对法案修改的实质性影响有限。① 相比之

下，以闵行区为代表的中国公众立法参与实践对公众参与范围和立法影响给予了较多关注。譬如，在 ２０２２年
１１月上海市人大对 《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 （草案）》进行公开意见征集的两周时间内，闵行区人

大在其官网进行公众意见征集的同时，着力动员区域内以学前教育为特色的区级参与立法联系点与市基层立

法联系点七宝镇人大协同进行民意采集。在向市人大提交的 １４２条立法建议中，最后被采纳的公众意见有 ３３
条，创下了当年单部法规公众意见被采纳数量的全市最高纪录。② 被采纳的公众意见内容信息表明，普通公

众、具有学前教育研究特长的高校人员、专家顾问是参与的主力军。他们从体制机制的完善、人财物管理的

供给、责任职责的落实、对妇女产妇的政策支持与倾斜等多维面向提出了意见建议，对条例的修改完善产生

了实质性的影响。比如有公众提出第 ２２条建议增加一款：“幼儿园和保育机构应当建立食物中毒及传染病传
播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报有关部门备案”、第 ３６条建议增加 “不得组织幼儿参与商业性活动”等，最

后被吸纳到正式的条例文本中。③

（三）影响的深度

公众立法参与效度的增强是全域协同民主的理念共识、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机制能力的协同提升、立

法平台渠道的日趋丰富等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以 《上海市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 （草案）》的公众参与

为例，在 ２０２３年 ７月上海市人大公开征集意见的两周时间内，闵行区各街镇 （工业区）的参与立法联系点与

市基层立法联系点七宝镇人大在十天不到的时间，共开展网络征询、座谈、调查问卷等各类征询活动 ２００余
场，参与人数超过 ３ ３万人次，收集立法建议 ９２６条，经 “双向转化”机制转译整合后向市人大提交立法建

议 ５９８条，共被采纳 １５６条。其中，古美街道参与立法联系点包括残障人士在内的公众提出了 ６３条立法建议。
这一成效得益于该参与立法联系点对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机制能力提升的重视，也尤为强调给予聋哑群体立

法意见表达的机会和平台。一方面根据聋哑群体习惯与需求设计立法意见征询形式，了解聋哑群体需求，依

托社会组织和手语、法律服务志愿者开展 “心语行动”，助力聋哑群体 “无障碍”参与立法；另一方面，组

建参与立法专家顾问团时，邀请手语老师加入，与法律专家、司法工作者等共同提升立法意见的专业化与科

学化水平。相比之下，颛桥镇参与立法联系点在运用线上线下多平台渠道协同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和成效。

它依托 “３＋１”阵地 （社区事务中心、卫生中心、文体中心和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立法信息的传播，在 《爱

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的公众参与活动中进一步提升社会知晓度，打通了立法征询的 “最后一公里”。该

参与立法联系点最后采集了来自普通公众、社会组织、社区居委、律师等多元参与者的 １６１条立法建议，与
市基层立法联系点七宝镇人大 （１１０条）和其他区级参与立法点呈现增量互构关系；被采纳的建议内容包括
“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对食品的热量和主要营养成分进行标识”“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向市民开放体育健身设

施”“动员市民积极参加创先争优活动”“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等多个

议题，并对立法带来了实际的民意影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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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ＬｅｓｔｏｎＢａｎｄｅｉｒａ牞 Ｃ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牞 Ｌ牞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牶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牞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牞 Ｖｏｌ ２３牞 Ｎｏ ４牞 ２０１７牞 ｐｐ ５０８－５２８
祝越：《联系群众回应民生　 立法智囊团涵纳各方智慧》，《文汇报》２０２３年 ３月 ２６日。
该条例中公众参与情况的文本来自上海市基层立法联系点七宝镇人大：《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度公众意见征集与采纳情况汇总》，２０２３
年 １２月。
该条例公众参与成效的分析资料来自上海市基层立法联系点七宝镇人大：《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度公众意见征集与采纳情况汇总》，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



找回公众的参与权

六、结论与讨论

公众的权利福祉是最高的法律。在公众参与立法经常被 “虚置”的时代情境下，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代表

的超大城市何以能够初步实现公众广泛有效的参与？已有研究多基于价值或制度导向进行探讨，过于强调基

层立法联系点等单一制度或单个行动主体的作用，未能深入阐明以质效为导向的公众立法参与何以实现、有

何逻辑。相比之下，“全域协同民主”的分析框架则侧重于将公众参与立法置于复合立法权力结构与制度体

系中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发现，通过 “共识性理念—制度性主体—增量性能力机制—平台性载体”四大支柱

合力驱动的全域协同结构性制度创新，能够在立法组织驱动力嵌入与公众参与动力激发的互动中，重新找回

并保障公众权利，以立法参与的有效供给推动更多元公众实现平等、有效的参与。这一研究视角为回应上述

重大现实命题，提供了更具中国实践场景适应性的新视野和新解释。

全域协同民主实质上是一种以立法组织驱动力嵌入和公众参与动力激发为两翼的互构型民主。“政治机

器不会自行运转，正如它最初是由人制定而成的，同样还须由人，甚至由普通的人去操作。它需要的不是人

们单纯的默从，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① 一方面，现有权力结构下，党政理念协同基础上嵌入的动力机制，

激励着无立法权的闵行区人大依托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通过全覆盖式的参与立法联系点制度设置和相关机

制创新把分布在不同层级的多元主体 “黏合”起来。该动力机制进一步传导到人大代表和镇街道党政人大组

织后，与基层人大接近公众的制度优势和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职责对接，就容易内化为支持公众立法参与的

组织驱动力；另一方面，共识性理念、制度性主体、增量性能力机制以及平台性载体的合力协同，为公众立

法信息知情权、参与资格享有权、意见表达权以及获得处理反馈权一套完整权利链条提供了系统性支持，有

助于激发公众的参与回应，使碎片化的多元民意汇集为有立法影响潜能的公意。

全域协同民主是在推进多元公众平等参与过程中找回权利的参与型民主。在这一理论视角下，公众已不

再是一个整齐划一 “打包式”的概念，而是具有多元利益面向的鲜活行动者、立法参与者和受益者。上海市

闵行区通过全覆盖式参与立法联系点的设立和各联系点特色优势的差异化定位，不但按区域把核心参与主体

细分为多元人群光谱，而且还重点关注了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人群，以及灵活就业群体、科创

群体、电子商务群体等与新业态立法相关的职业群体代表。在此基础上，区人大根据 《决定》，牵头推进上

下级人大联动和全域协同，为多元公众提供与其立法需求契合的机制支撑、专业化的能力辅助、丰富多元的

立法参与渠道和应用场景，着力保障各类主体平等享有立法参与的权利。这一立法参与主体利益代表机制与

权利保障机制的创新，既是对传统区域代表制的补充，又识别出传统立法参与中很少被关注的少数关键公众、

弱势人群和新兴职业群体，拓展了参与主体的广度。

全域协同民主是注重对公众参与的法规条例进行阶梯化分类组合的操作型民主。全域协同民主最大价值

之一在于通过组织激发，使超大城市治理过程中生根于生活化智慧化的多元公众认知和诉求期盼融入并有效

影响立法。为增强参与成效，超大城市人大首先可以考虑按照立法涉及的领域与公众优势的匹配性，激发公

众关注最具参与优势的、与提升高品质生活以及和营造高效能治理环境相关的立法。《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

服务条例》和 《上海市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中超大城市立法者与基层公众的 “双向奔赴”为此提供了

鲜活例证。其次，在分类组合基础上鼓励公众进行高阶化的立法参与。参与本身就是公众根据信息做出判断、

发展合作协商立法技艺的过程。以前期参与实践为基础，超大城市人大可以通过集成式协同制度的创新，支

持公众参与相对专业化的立法，比如为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以及强化全球资源配

置功能提供法治保障的立法项目等。

总之，全域协同民主是在中国超大城市场域中生成的一种以公众权利为核心，兼具互构性、参与性和操

作性的立法民主实践新形态。在参与方式上，它超越了西方实践中的投票、游说、网络评论，以及中国实践

中已有的立法听证会、座谈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单一静态形式，通过结构性权力制度的创新，“黏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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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密尔：《代议制政府》，汪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 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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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层级、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并嵌入了组织驱动的动力机制。在参与主体的拓展、机制能力的支撑，以及民

意表达渠道的 “破圈融合”过程中，有效地推动了公众立法参与的提质增效。它所蕴含的 “组织激发—公众

回应”式的立法民主逻辑，既不同于传统的 “挑战—回应”型立法模式，也区别于西方自发型法治化路径，

而是一种组织化、前瞻性、通过参与供给激发公众潜在立法需求的新型民主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使组织动

员式的立法参与行为逐步转化为有序有效的公众自主参与行为。“与许多国家自发性、碎片化的公众参与不

同，中国式民主是通过顶层设计发展起来的，走的是一条系统化、组织化、以民主供给带动民主需求的建构

路径。”①

需要指出的是，全域协同民主虽然为公众权利的找回提供了良好的结构支撑和要素保障，但鉴于中国立

法体制下公众参与立法高度依赖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五年立法规划与年度立法计划，为更深入地保障

公众的参与权利，应逐步将公众参与阶段从单纯的 “法规草案意见征集”，拓展为贯穿 “立法规划、计划编

制、法规草案意见征集及法规实施后的效果评估”全过程，进一步强化民意在立法规划、立项决策等关键环

节的创制权和影响力。此外，全域协同民主这一理论模式是基于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改革创新

经验进行提炼和概括的，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其他地区、其他类型城市的公众立法参与生成模式，

尚需更多实证研究的检验与理论的进一步修正。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人大预算监督制度运行及其质效优化研究”（２３ＢＺＺ０８９）的阶段性
成果〕

（责任编辑：王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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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尧：《建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路径———基于公民参与的视角》，《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２２年第 ５期。


